
政治学研究中的因果推断策略及其应用

顾燕峰

一、 导　 　 论

科学是由方法论驱动的。政治科学在长期的发展中形成了三大方法论传统，

即描述性传统、解释性 预测性传统和实践性传统。①受培根经验哲学和牛顿 伽

利略自然科学方法的影响，传统社会科学在两百年前逐步形成了科学主义研究

范式，以期在对社会现象进行描述的基础上，致力于追求对社会现象的因果解

释，最终实现社会预测功能。政治学的解释性 预测性传统正是在这一发展过

程中逐步形成的。然而，由于政治现象的复杂性，政治学离实现预测功能还相

去甚远，但政治学在通过引入行之有效的因果推断方法改善识别效果方面已有

长期的努力。

社会科学因果推断的基础是鲁宾因果模型（也称潜在因果模型）。该模型

包括两个必不可少的部分。第一部分是通过潜在因果定义因果效应。稳定单

位处理值假设（ＳＵＴＶＡ）是这个部分的重要假设，它确保任意单位的潜在结果与

其他单位是否接受处理不相关，并且对每个单位，每个处理的水平在形式上没

有差异。第二部分是随机分配机制。随机分配机制要求研究单位被随机分配

进处理组和对照组，这可以确保处理组和对照组在统计学意义上拥有相同的特

征。这构成了因果推断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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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科学逐步强调探求社会现象间的因果关系，实验法逐步被引入社

会科学（尤其是经济学），并成为社会科学中最常用的检验因果关系的手段之

一。随机实验是因果推断的黄金标准。①政治学利用实验（尤其是随机实验）进

行因果推断已有很长的历史。然而从 ２０世纪 ２０年代到 ７０年代，实验在政治学

中仍然属于边缘性方法。但这期间的积累蕴含了 ８０年代突破的种子。首先，政

治学家越来越追求对政治现象的因果关系解释，定量研究已成为政治学研究的

主流方法。在 ２０世纪 ７０年代当统计学家正努力解决通过观察数据进行因果推

断的一系列关键技术问题时，许多社会科学家在实证研究中已认识到定量分析

的这一缺陷。精心设计的实验在识别因果关系方面往往是有效的，因此，在统

计学和计量经济学发展出一套成熟的因果推断技术并引入政治研究前，实验注

定将被越来越多的政治学家采用。其次，实验在其他社会科学领域不断增长的

应用促进了其在政治学领域的应用。经济学领域许多重要的实验成果在 ２０ 世

纪 ５０年代就已经出现，１９６２年实验经济学的诞生，７０年代对实验经济学研究基

金支持的增加，最终促成了 ８０年代实验经济学爆发性的增长。这无疑将促进政

治学研究中实验的应用。最终，政治学中的实验在 ９０ 年代开始出现某种突破。

不过，至少到 ２００２年，实验仍未成为政治学中的主要研究方法。但经过 ２１世纪

初期的持续增长后，实验在政治科学研究中的应用终于在 ２０１０年以后出现了爆

发式的增长。

政治学的许多问题无法通过实验来回答。因此，政治学家必须尝试用观察

数据来解决因果推断问题。自然实验是基于实验思想，利用观察数据进行实验

推断的典型方法。由于自然实验使用来自真实世界中的观察数据，避免了研究

人员对实验环境的干预，从而可以具有较好的外部有效性。因此，自然实验的

独特优势吸引了许多社会科学家，尤其是来自经济学领域的学者。而这最终也

促成了政治学家利用该方法进行因果推断。但自然实验也有其的缺点，即实验

者不能挑选实验干预的具体内容，实验者也不能挑选干预的地点和时间。实际

上，这可能导致自然实验违反鲁宾因果模型中的单位稳定处理值假设和随机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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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为了确保自然实验符合随机分配机制，学者采用匹配法来确保处理组和对

照组的可比性。这项技术也被越来越多的政治学家所采用。

基于实验思想发展出来的断点回归、双重差分模型和满足鲁宾因果模型框

架的工具变量方法是社会科学进行因果推断的重要工具。这些技术被引入政

治学研究的历史虽有差异，但一个共同的特征是随着政治学对因果推断的关

注，这些技术在政治学中的应用在 ２１ 世纪，尤其是 ２０１０ 年以后呈现爆发式

增长。

机器学习是在统计学和大数据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项技术。机器学习的

一项特征是强调对被解释变量的拟合值，而非回归系数的无偏一致性。这项特

征被用于因果推断的主要优势在于因果推断的过程中需要使用预测程序时，机

器学习有助于提升预测的准确性，从而帮助研究者改进因果推断的准确性。机

器学习在因果推断中的一个典型的应用是，在工具变量估计第一阶段回归中，

利用机器学习方法以改善预测质量；另一个典型应用是用于基于观测数据的匹

配法。这些方法在统计学和计量经济学中已经得到长足的发展，但在政治学中

几乎未有涉及。

二、 因果推断的基础：鲁宾因果模型

假定 Ｙ１ｉ 接受处理的单位（ｕｎｉｔ）的潜在结果，ｉ指单位 ｉ，１表示接受处理；反

之 Ｙ ０ｉ是指没有接受处理的单位的潜在结果，０表示没有接受处理。因此，对 ｉ来

说，处理效应是：

δｉ ＝Ｙ
１
ｉ －Ｙ

０
ｉ （１）

如果有许多单位，则其平均处理效应（ａｖｅｒａｇ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ｅｆｆｅｃｔ，ＡＴＥ）为：

ＡＴＥ＝Ｅ（δｉ）＝ Ｅ（Ｙ
１
ｉ）－Ｅ（Ｙ

０
ｉ） （２）

但问题是我们无法同时观测 ｉ的潜在结果 Ｙ１ｉ 和 Ｙ
０
ｉ。显然，δｉ 不能直接测量，因

此 ＡＴＥ也无法直接计算。

现在假定有 Ｎ个单位（Ｎ＞１），我们将之分为处理组和对照组，并对处理组

施加实验处理，并将处理组和对照组的潜在结果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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Ｙｉ ＝
Ｙ１ｉ ｉｆ Ｔｉ ＝ １

Ｙ ０ｉ ｉｆ Ｔｉ ＝ ０{ （３）

Ｔｉ ＝ １表示处理组的单位，Ｔｉ ＝ ０表示对照组的单位。由此，我们可以计算平均处

理效应：

ＡＴＥ＝Ｅ（δｉ）＝ Ｅ（Ｙ
１
ｉ ｜Ｔｉ ＝ １）－Ｅ（Ｙ

０
ｉ ｜Ｔｉ ＝ ０） （４）

δｉ 的值可能因单位而异。因此实验处理的平均处理效应在总体与处理组（ｔｒｅａｔ

ｍｅｎｔ ｇｒｏｕｐ）中可能不一致。处理组的平均处理效应（ａｖｅｒａｇ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

ｔｒｅａｔｅｄ，ＡＴＴ），更正式的表述应为：

ＡＴＴ＝Ｅ（δｉ ｜Ｔｉ ＝ １）＝ Ｅ（Ｙ
１
ｉ ｜Ｔｉ ＝ １）－Ｅ（Ｙ

０
ｉ ｜Ｔｉ ＝ １） （５）

显然，ＡＴＴ才是我们期望计算的平均处理效应，然而事实上却不可测；而我们却

可通过处理组和对照组的区分来计算 ＡＴＥ。

利用可观测的实验数据计算的 ＡＴＥ，和理论上 ＡＴＴ之间的差异为：

Ｄ＝Ｅ（Ｙ ０ｉ ｜Ｔｉ ＝ １）－Ｅ（Ｙ
０
ｉ ｜Ｔｉ ＝ ０） （６）

从公式（６）可知，如果能确保

Ｅ（Ｙ ０ｉ ｜Ｔｉ ＝ １）＝ Ｅ（Ｙ
０
ｉ ｜Ｔｉ ＝ ０） （７）

我们就能确保 ＡＴＴ等于 ＡＴＥ。显然，我们无法直接验证公式（７）。

鲁宾因果模型有两个必要的部分。一是通过潜在结果定义了因果效应。

稳定单位处理值假设（ＳＵＴＶＡ）是这个部分的重要假设。该假设要求任意单位

的潜在结果与其他单位是否接受处理不相关；且对每个单位，每个处理的水平

在形式上没有差异。①ＳＵＴＶＡ 是一个排除性约束（ｅｘｃｌｕｓｉｏｎ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它排除

了单位间互相扰动和处理变异的可能，从而确保每个单位只有两个潜在结果

（ｙ０ｉ 和 Ｙ
１
ｉ）。②二是随机分配机制。随机分配机制要求研究单位被随机分配进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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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ＵＴＶＡ并不要求所有单位所有处理的每个水平的形式都是相同的，但必须明确定义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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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组和对照组，这可以确保处理组和对照组在统计学意义上拥有相同的特征。

满足这两个条件即可确保公式（７）成立，即可以估计 ＡＴＴ。

这实质上构成现代社会科学因果推断的理论基础。尽管从社会科学因果

探索历史上看，最初从实验数据和观察数据进行因果推断探索几乎是齐头并

进，并分别建立起各自的方法，但最终都归结到鲁宾因果模型。一个明显的例

子是工具变量，正如本文下面将讨论到的，工具变量最初应用于观察数据检验

因果关系，通常是从联立方程的语言进行讨论的，但最终学者发现其原来可以

用鲁宾因果模型解释。①

三、 实验法及其在政治科学研究中的应用

（一） 实验法在政治学中的引入

政治现象纷繁复杂，单纯依靠观察难以触及政治现象的本质。因此，政治

学家开始尝试利用定量方法来探究其背后抽象的逻辑。早在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

《美国政治学评论》就已发表了第一篇使用定量分析的论文。②早期的定量政治

学家主要依赖直接经验观察，这无疑在方法论上是有缺陷的。因此，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方法论学者开始转向系统的数据收集。③这一方面导致政治学研究议题的

扩展，也促成了多元统计技术（如相关分析、回归分析和因子分析）在政治科学

中的应用。④但统计技术在政治学中并未因此进入快速扩张期。根据加里·金

（Ｇａｒｙ Ｋｉｎｇ）的研究，《美国政治学评论》上定量分析论文的数量在 １９６０ 年之前

一直保持在一个非常低的比例，直至 ６０年代定量论文的比例才从约 １ ／ ４增长至

９０３

政治学研究中的因果推断策略及其应用

①

②

③
④

Ｊｏｓｈｕａ Ｄ． Ａｎｇｒｉｓｔ，Ｇｕｉｄｏ Ｗ． Ｉｍｂｅｎｓ ＆ Ｄｏｎａｌｄ Ｂ． Ｒｕｂｉｎ，“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ａｕｓ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Ｕｓｉｎｇ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ａｌ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Ｖｏｌ．９１（１９９６），ｐｐ．４３４，
４４４—４５５．

Ｈａｒｏｌｄ Ｆ． Ｇｏｓｎｅｌｌ，“Ａｎ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Ｖｏｔｉｎｇ”，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２０（１９２６），ｐｐ．８６９—８７４．

Ｇａｒｙ Ｋｉｎｇ，“Ｏ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Ｖｏｌ．２（１９９０），ｐｐ．１—２９．
Ｇａｒｙ Ｋｉｎｇ，“Ｏ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Ｖｏｌ．２（１９９０），ｐｐ．１—２９． Ｄａｖｉｄ

Ｊ． Ｇｏｗ，“Ｑｕａ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ｉｎ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Ｙｅａｒｓ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１８８０—１９２２”，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Ｖｏｌ．１１，ｎｏ．１ ／ ２（１９８５），ｐｐ．１—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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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半。①至此，定量分析在政治学中已成为主流分析技术。整个 ７０年代，定量论

文的比例在该杂志亦未能形成突破。

尽管至少在 ２０世纪 ６０ 年代后期，定量分析已成为政治学研究主流方法。

虽然此时统计学领域已经建立以实验数据为基础的因果推断的理论，却未能完

成利用观察数据进行因果推断的理论准备。反事实框架和潜在结果模型是因

果推断的理论基础。以 １８世纪的休谟和 １９世纪的密尔为代表的哲学家首先从

反事实框架讨论了因果关系，并且密尔还初步萌发了潜在结果的思想。但真正

将反事实框架和潜在结果思想应用于因果推断的是 ２０ 世纪的统计学家。１９２３

年内曼（Ｎｅｙｍａｎ）首次将潜在结果的数学公式引入统计学。②内曼的重要贡献是

解决了完全随机实验最重要的理论问题。费希尔（Ｆｉｓｈｅｒ）的贡献在于引入了随

机实验。③在 １９２５年费希尔引入随机实验之后，内曼的潜在结果模型很快就成为

随机实验中定义平均因果关系的标准。④不过，如何将潜在结果模型应用于观察数

据，即在潜在结果方面获得对因果效应的一般正式定义以及分配机制的正式定义

问题，却要到 ２０世纪下半叶才能解决。⑤只有解决了这一问题后，统计学才有可能

建立起比较完善的因果推断技术，从而可以不仅利用实验数据，还可能利用观察

数据进行因果推断。⑥既然当时统计学未能解决如何利用观察数据进行因果推

断的一些关键问题，因此政治学家对政治现象的因果推断主要依赖于实验。

实验最初起源于自然科学。随后由心理学家将实验法引入对人的研究。

早在 １８世纪中叶开始，他们把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引入心理学，利用某些类似

物理实验和生理实验方法研究心理学问题。至 １９ 世纪中叶已经有了一系列成

果。因此，１８６２年德国著名心理学家威廉·冯特（Ｗｉｌｈｅｌｍ Ｗｕｎｄｔ）提出了“实验

心理学”。１８７９年，冯特在莱比锡大学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正式的心理学实验

０１３

哲学社会科学思想流派和科学方法新探

①
②

③
④⑤

⑥

Ｇａｒｙ Ｋｉｎｇ，“Ｏ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Ｖｏｌ．２（１９９０），ｐｐ．１—２９．
Ｄｏｎａｌｄ Ｂ． Ｒｕｂｉｎ，“［Ｏｎ 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Ｔｈｅｏｒｙ ｔｏ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

Ｅｓｓａｙ ｏｎ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Ｓｅｃｔｉｏｎ ９］，Ｃｏｍｍｅｎｔ：Ｎｅｙｍａｎ（１９２３）ａｎｄ Ｃａｕｓａｌ Ｉ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ｉｎ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Ｖｏｌ．５，ｎｏ．４（１９９０），ｐｐ．４６５—４８０．

Ｒ． Ａ． Ｆｉｓｈｅｒ，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ｆｏ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Ｗｏｒｋｅｒｓ，Ｅｄｉｎｂｕｒｇｈ：Ｏｌｉｖｅｒ ａｎｄ Ｂｏｙｄ，１９２５．
Ｇｕｉｄｏ Ｗ． Ｉｍｂｅｎｓ ａｎｄ Ｄｏｎａｌｄ Ｂ． Ｒｕｂｉｎ，Ｃａｕｓａｌ Ｉ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ｉｎ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Ｓｏｃｉａｌ，ａｎｄ Ｂｉｏｍｅｄ

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５．
今天常用的如双重差分、断点回归、倾向值匹配等因果推断技术就是在解决了这一问题

后发展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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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２０世纪初在美国兴起的行为主义学派主张心理学的研究对象为人的行为，

并开始将实验用于对人的行为的研究。但实验心理学研究的议题与政治学关

注的问题少有重合，因此，从实验的角度而言，心理学对政治学影响主要体现在

实验方法上。

随着社会科学逐步强调探求社会现象间的因果关系，实验法逐步被引入社

会科学（尤其是经济学），并成为社会科学中最常用的检验因果关系的手段之

一。实验在经济学领域的发展尤为引人注目。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经济学逐步被塑

造成一门以理性的、自利的行为者为基本假设的“真正的”科学，４０ 年代“理性

人”假设已成为经济学的正统观念。因此经济学逐步形成以关注个人选择、预

期效用和博弈论为重点的行为经济学。显然这些议题都是实验（尤其是实验室

实验）研究的理想对象。因此至 ２０世纪 ５０年代初期，经济学家已经开始集中使

用实验来检验经济理论（尤其是市场理论和博弈论）。此后实验在经济学研究

中的地位持续上升，到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美国出现了首个国家级的大型基金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支持利用实验研究经济行为。①

然而，实验在政治学中的应用未能如在经济学中般顺利。其实，实验在政

治学中的应用至少可追溯至 １９２４年戈斯内尔在芝加哥对无党派人士进行邮件

拉票对投票影响的实验。②但至少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前的发展极为缓慢。以政

治学的顶级杂志《美国政治学评论》为例，该杂志 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以前刊发的实

验论文寥寥无几（见图 １）。１９５６ 年埃尔德斯韦尔德在该杂志发表了一篇有关

投票行为的实验论文。③尽管到 ６０年代末期定量研究已经成为政治学的主流研

究方法，但实验却未能在政治学中实现突破。④整个 ６０年代，《美国政治学评论》

１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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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Ｒｏｓｅ ＭｃＤｅｒｍｏｔｔ，“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 ｉ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Ｖｏｌ．１０，ｎｏ．４（２００２），ｐｐ．３２５—３４２．

在这项实验中，实验者将 ６ ０００多选民分成实验组和对照组，并向实验组的选民邮寄个人
非党派呼吁书，以检验实验组与对照组之间投票行为的差异。Ｈａｒｏｌｄ Ｆ． Ｇｏｓｎｅｌｌ，“Ａｎ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Ｖｏｔｉｎｇ”，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２０（１９２６），ｐｐ．８６９—８７４．

Ｓａｍｕｅｌ Ｊ． Ｅｌｄｅｒｓｖｅｌｄ，“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ｏｐａｇａｎｄａ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 ａｎｄ Ｖｏｔｉｎｇ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５０，ｎｏ．１（１９５６），ｐｐ．１５４—１６５．

一项统计发现，２００９—２０１７年间《美国政治学评论》发表的定量研究的比重超过 ９２％，
同期《美国政治学杂志》完全未发表过任何纯定性论文。参见郑冰岛：《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倾向

分值匹配方法》，载《复旦政治学评论》２０１９年第 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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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发表了三篇实验论文。①此后随着实验在社会科学领域的逐步兴起，７０ 年代

《美国政治学杂志》实验论文的数量略有增长，共计有 ７ 篇实验论文。②总体上，

这一时期政治学对实验还未引起足够的兴趣，许多与政治现象相关的实验论文

被政治学期刊不公平地拒绝了。③因此最终发表于经济学或心理学杂志上。④

１９７１年创刊的《政治学实验研究》（Ｔｈｅ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起初推动了

实验在政治学中的应用，但最终未能在更广泛的领域引起政治学家足够的兴

趣，因此仅维持了四年就停刊了。⑤

２１３

哲学社会科学思想流派和科学方法新探

①

②

③

④

⑤

这三篇文章分别是 Ｊ． Ａ． Ｌａｐｏｎｃｅ，“Ａｎ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Ｍｅｔｈｏｄ ｔｏ Ｍｅａｓｕｒｅ ｔｈｅ Ｔｅｎｄｅｎｃｙ ｔｏ
Ｅｑｕｉｂａｌａｎｃｅ ｉｎ ａ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６０，ｎｏ．４（１９６６），ｐｐ．９８２—
９９３；Ｊａｍｅｓ Ａ． Ｒｏｂｉｎｓｏｎ，Ｌｅｅ Ｆ．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Ｍａｒｇａｒｅｔ Ｇ．Ｈｅｒｍａｎｎ ａｎｄ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Ｃ． Ｓｎｙｄｅｒ，“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 ６０，ｎｏ． １
（１９６６），ｐｐ．５３—６５；Ｗｉｌｌｉａｍ Ｈ． Ｒｉｋｅｒ，“Ｂａｒｇａｉｎｉｎｇ ｉｎ ａ ＴｈｒｅｅＰｅｒｓｏｎ Ｇａｍ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６１，ｎｏ．３（１９６７），ｐｐ．６４２—６５６。

这 ７ 篇文章分别是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Ｈ． Ｒｉｋｅｒ ａｎｄ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Ｊ． Ｚａｖｏｎｉａ，“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ｉ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ａ Ｔｈｒｅｅ Ｐｅｒｓｏｎ Ｇａｍ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 ６４（１９７０），
ｐｐ．４８—６０；Ｄａｎｉｅｌ Ｗ． Ｆｌｅｉｔａｓ，“Ｂａｎｄｗａｇｏｎ ａｎｄ Ｕｎｄｅｒｄｏｇ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ｉｎ Ｍｉｎｉｍ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６５，ｎｏ．２（１９７１），ｐｐ．４３４—４３８；Ｄａｖｉｄ Ｃｏｌｌｉｅｒ ａｎｄ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Ｅ．
Ｍｅｓｓｉｃｋ，“Ｐｒｅｒｅｑｕｉｓｉｔｅｓ Ｖｅｒｓｕｓ 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Ｔｅｓｔｉｎｇ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ｄｏｐ
ｔｉｏ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６９，ｎｏ．４（１９７５），ｐｐ．１２９９—１３１５；Ｍｉｃｈａｅｌ Ｊ． Ｒｏｂｉｎｓｏ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Ｔｅｌｅｖｉ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Ｍａｌａｉｓｅ：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ｌｌ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ｎｔａ
ｇｏ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 ７０，ｎｏ．２（１９７６），ｐｐ．４０９—４３２；Ｓｔｅｖｅｎ Ｒ． Ｂｒｏｗ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ａｄｅｒ：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Ｉｍａｇｅｒｙ，
ａｎｄ 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 ７１，ｎｏ． ２（１９７７），ｐｐ． ５６７—５８４；Ｂａｒｒｙ Ｓ．
Ｒｕｎｄｑｕｉｓｔ，Ｇｅｒａｌｄ Ｓ． Ｓｔｒｏｍ ａｎｄ Ｊｏｈｎ Ｇ． Ｐｅｔｅｒｓ，“Ｃｏｒｒｕｐｔ Ｐｏｌｉｔｉｃｉａ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Ｅｌｅｃｔｏｒａｌ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Ｓｏｍｅ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７１，ｎｏ．３（１９７７），ｐｐ．９５４—
９６３；Ｍｏｒｒｉｓ Ｐ． Ｆｉｏｒｉｎａ ａｎｄ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Ｒ． Ｐｌｏｔｔ，“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ｓ ｕｎｄｅｒ Ｍａｊｏｒｉｔｙ Ｒｕｌｅ：Ａｎ Ｅｘｐｅｒｉ
ｍｅｎｔａｌ Ｓｔｕｄｙ”，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７２，ｎｏ．２（１９７８），ｐｐ．５７５—５９８。此外，还有学
者统计了政治学三本顶级杂志———《美国政治学评论》《美国政治学杂志》（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和《政治学杂志》（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上实验论文的发文数量，发现 ２０ 世纪
５０年代仅有 １篇，６０年代和 ７０年代分别有 ４篇和 １４篇。Ｒｅｂｅｃｃａ Ｂ． Ｍｏｒｔｏｎ ａｎｄ Ｋｅｎｎｅｔｈ Ｃ． Ｗｉｌ
ｌｉａｍｓ，“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ｉｎ Ｊａｎｅ Ｍ． ＢｏｘＳｔｅｆｆｅｎｓｍｅｉｅｒ ｅｔ ａｌ． （ｅｄｓ．），Ｔｈｅ Ｏｘｆｏｒｄ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Ｏｘｆｏｒｄ：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８，ｐｐ．３３９—３５６．

Ｊ． ＭｃＣｏｎａｈａｙ ａｎｄ Ｊｅａｎｎｅ Ｎ． Ｋｎｕｔｓｏｎ，“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 Ｊｅａｎｎｅ Ｎ． Ｋｎｕｔｓｏｎ（ｅｄ．），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Ｓａｎ 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ＪｏｓｓｅｙＢａｓｓ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１９７３，ｐｐ．３５６—３８２．

例如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Ｐｌｏｔｔ，“Ａ Ｎｏ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 ａｎｄ Ｉｔｓ Ｐｏ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Ｕｎｄｅｒ Ｍａｊｏｒｉｔｙ Ｒｕｌ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５７（１９６７），ｐｐ．７８７—８０６。

Ｒｏｓｅ ＭｃＤｅｒｍｏｔｔ，“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 ｉ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Ｖｏｌ．１０，ｎｏ．４（２００２），ｐｐ．３２５—３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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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１９０６—２００９ 年数据来自 Ｊａｍｅｓ Ｎ． Ｄｒｕｃｋｍａｎ，Ｄｏｎａｌｄ Ｐ． Ｇｒｅｅｎｅ，Ｊａｍｅｓ Ｈ．
Ｋｕｋｌｉｎｓｋｉ ａｎｄ Ａｒｔｈｕｒ Ｌｕｐｉａ（ｅｄｓ．），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１。作者补充了 １９２６年的数据，并重新收集并检
查了 ２００５—２００９年的数据；２０１０—２０１８年的数据由作者自己收集。

图 １　 《美国政治学评论》实验论文数量

（二） 实验法在政治学中的发展

尽管 ２０世纪 ７０年代实验在政治学研究中并未形成爆发式增长，但却蕴含

了突破的种子。一方面，政治学家越来越追求对政治现象的因果关系解释，定

量研究已成为政治学研究的主流方法。然而统计学自诞生之初就深受因果推

断问题的困扰。如何区别相关关系和因果关系是统计学发展过程中重要的脉

络之一。２０世纪 ７０年代当统计学家正努力解决通过观察数据进行因果推断的

一系列关键技术问题时，许多社会科学家在实证研究中已认识到定量分析的这

一缺陷。例如杰克逊对通过引入内生性变量的概念尝试提出了新的模型来研

究选民的立场和对政党的评价如何影响政党认同和投票行为，从而开启了对政

党认同理论的修正之路。①此后，越来越多的政党和投票行为研究都绕不开因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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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Ｊｏｈｎ Ｅ． Ｊａｃｋｓｏｎ，“Ｉｓｓｕｅｓ，Ｐａｒｔｙ Ｃｈｏｉｃｅｓ，ａｎｄ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 Ｖｏｔｅｓ”，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
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１９７５），ｐｐ．１６１—１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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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断中的内生性问题。①从因果推断技术角度来看，这样的尝试难以让政治学家

满意。内生性、自我选择和遗漏变量偏差等限制了因果推断，并引起许多争论。

然而，精心设计的实验在识别因果关系方面往往是有效的。因此，在统计学和

计量经济学发展出一套成熟的因果推断技术并引入政治研究前，实验被越来越

多的政治学家所采用几乎是注定的。

另一方面，其他社会科学（尤其是在研究议题上与政治学有许多重合的经

济学）领域的应用已获得长足的发展，这必然会促进实验在政治学中的应用。

１９５２年，法国经济学家莫里斯·阿莱基于一系列可控实验提出了“阿莱悖论”。

弗农·史密斯 １９６２年在《政治经济学杂志》发表《竞争市场行为的实验研究》，

标志着实验经济学的诞生。经过 ２０世纪 ６０年代实验经济学的稳定增长、７０ 年

代研究基金支持带来的进一步增长后，８０ 年代和 ９０ 年代早期实验经济学迎来

了爆发式增长。伴随着这种增长，实验经济学出现了成为主流学科的迹象。②

１９８８年阿莱凭借“阿莱悖论”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意味着实验经济学的真正到

来。③可以说，“阿莱悖论”彰显了实验的魅力。２００２ 年被称为“实验经济学之

父”的弗农·史密斯因其为创立实验经济学研究领域奠定了基础而获得诺贝尔

经济学奖。实验经济学和政治学在许多研究议题上有重叠。④因此，实验经济学

的发展无疑会促进政治学研究中实验的应用。

图 １显示，相比于 ２０世纪六七十年代，８０ 年代实验论文在《美国政治学评

论》上的发文量呈现稳定增长，１０ 年间实验论文的发表数量达到 １１ 篇，相当于

该杂志自创刊到 ７０年代末实验论文发表数量的总和。９０ 年代开始实现某种突

破，１０年间发表的实验论文数量达到 ２１ 篇，大约相当于 ８０ 年代发表的实验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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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④

Ｐｈｉｌｉｐ Ｅ． Ｃｏｎｖｅｒｓｅ ａｎｄ Ｇｒｅｇｏｒｙ Ｂ． Ｍａｒｋｕｓ，“Ｐｌｕｓ ａ Ｃｈａｎｇｅ．．．：Ｔｈｅ Ｎｅｗ ＣＰＳ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ｙ Ｐａｎｅｌ”，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７３，ｎｏ．１（１９７９），ｐｐ．３２—４９． Ｂｅｎｊａｍｉｎ Ｉ． Ｐａｇｅ
ａｎｄ Ｃａｌｖｉｎ Ｃ． Ｊｏｎｅｓ，“Ｒｅｃｉｐｒｏｃ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Ｐｏｌｉｃｙ 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Ｐａｒｔｙ Ｌｏｙａｌ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Ｖｏｔｅ”，Ａｍｅｒｉ
ｃ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７３，ｎｏ．４（１９７９），ｐｐ．１０７１—１０８９． Ｍｏｒｒｉｓ Ｐ． Ｆｉｏｒｉｎａ，Ｒｅｔ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Ｖｏｔｉｎｇ 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ｓ，Ｎｅｗ Ｈａｖｅｎ：Ｙａｌ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１．

Ａｌｖｉｎ Ｅ． Ｒｏｔｈ，“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ｉｎ Ｊｏｈｎ Ｈ． Ｋａｇｅｌ ａｎｄ Ａｌｖｉｎ Ｅ．
Ｒｏｔｈ（ｅｄｓ．），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ＮＪ：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５，
ｐｐ．１—１０９．

Ｒｏｓｅ ＭｃＤｅｒｍｏｔｔ，“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 ｉ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Ｖｏｌ．１０，ｎｏ．４（２００２），ｐｐ．３２５—３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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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数量的 ２ 倍。①不过，至少到 ２００２ 年实验仍未成为政治学中的主要研究方

法。②在经过 ２１世纪初期的持续增长后，实验在政治科学研究中的应用终于在

２０１０年以后出现了爆发式的增长。从 ２０１０—２０１８ 年，仅《美国政治学评论》的

发文数量就高达 ８４篇，已超过该杂志此前 １００ 多年实验论文发表数量的总和。

另一本政治学顶级杂志———《美国政治学杂志》———２０１０—２０１８ 年发表的实验

论文数量高达 １３３ 篇，而 ２００３—２００９ 年仅发表了 ３３ 篇实验论文。③以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８ 年实验论文的平均发表数量计算，《美国政治学评论》和《美国政治学杂

志》实验论文的发表数量约占其总发表数量的 １５％和 ２５％。④可以说，实验已成

为 ２１世纪的第二个 １０年政治学研究的主流方法。

一项研究方法要成为学科主流，必然要求这种方法被广泛用于研究学科内

的各项议题。麦克德莫特（ＭｃＤｅｒｍｏｔｔ）曾统计了自 １９２６ 年到 ２００２ 年主流政治

学杂志发表的 １０５篇实验论文，发现 ８０％的论文研究了美国投票行为。这种情

况在 ２１世纪发生显著的变化。表 １展示了 ２００６—２０１８年间《美国政治学评论》

和《美国政治学杂志》上实验论文研究议题的分布。表 １ 不仅清晰地显示了与

投票行为相关的实验论文比重的持续下降，更清晰地展示了这十多年间实验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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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杜鲁克曼等学者在统计 １９０６—２００４年《美国政治学评论》上传统定义上实验论文数量
时发现，超过半数的实验论文发表于 １９９２ 年以后，参见 Ｊａｍｅｓ Ｎ． Ｄｒｕｃｋｍａｎ，Ｄｏｎａｌｄ Ｐ． Ｇｒｅｅｎ，
Ｊａｍｅｓ Ｈ． Ｋｕｋｌｉｎｓｋｉ ａｎｄ Ａｒｔｈｕｒ Ｌｕｐｉａ，“Ｔｈ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 Ｐｏ
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１００，ｎｏ．４（２００６），ｐｐ．６２７—６３５。根据莫顿
等人的统计，实验论文在政治学三大顶级期刊的发表数量在 ２０ 世纪 ８０年代达到 ２５ 篇，已经超
过此前实验论文发表数量的总和；９０年代则进一步增加至 ４２篇。Ｒｅｂｅｃｃａ Ｂ． Ｍｏｒｔｏｎ ａｎｄ Ｋｅｎｎｅｔｈ
Ｃ．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ｉｎ Ｊａｎｅ Ｍ． ＢｏｘＳｔｅｆｆｅｎｓｍｅｉｅｒ ｅｔ ａｌ． （ｅｄｓ．），Ｔｈｅ
Ｏｘｆｏｒｄ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Ｏｘｆｏｒｄ：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８，ｐｐ．３３９—３５６．莫顿
和威廉进一步统计了 ２０００—２００７年三大顶级期刊实验论文的数量，发现这段时间内实验论文发
表数量持续增长。Ｒｅｂｅｃｃａ Ｍｏｒｔｏｎ ａｎｄ Ｋｅｎｎｅｔｈ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Ｔｈｅ Ａｄｖｅｎｔ ｏｆ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
ｅｎｃｅ”，ｉｎ Ｒｅｂｅｃｃａ Ｍｏｒｔｏｎ ａｎｄ Ｋｅｎｎｅｔｈ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Ｃａｕ
ｓａｌｉｔｙ：Ｆｒｏｍ Ｎａｔｕｒｅ ｔｏ ｔｈｅ Ｌａｂ，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０，ｐｐ．３—２８．

Ｒｏｓｅ ＭｃＤｅｒｍｏｔｔ，“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 ｉ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Ｖｏｌ．１０，ｎｏ．４（２００２），ｐｐ．３２５—３４２． Ｊａｍｅｓ Ｎ． Ｄｒｕｃｋｍａｎ，Ｄｏｎａｌｄ Ｐ． Ｇｒｅｅｎ，Ｊａｍｅｓ Ｈ． Ｋｕｋｌｉｎｓｋｉ ａｎｄ
Ａｒｔｈｕｒ Ｌｕｐｉａ，“Ｔｈ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１００，ｎｏ．４（２００６），ｐｐ．６２７—６３５．

顾燕峰：《探求因果关系：实验在政治学中的应用》，载郭苏建主编：《转型中国的社会科

学理论、范式和方法问题研究》，上海：格致出版社 ２０１９年版，第 ２３３—２６３页。
如果算上自然实验、准实验论文及实验方法论论文，则远超上述比率。参见上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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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研究议题的扩展。首先，与投票行为相关的实验论文从 ２００６—２００９ 年的

２７．０３％下降至 ２０１５—２０１８年的 １４．２９％，投票行为不再是实验政治学的第一大

研究议题，取而代之的是有关态度、观念与偏好议题（约占实验论文的１８．３７％）。

其次，实验论文研究议题的扩展至代表性、性别、民主、人均关系、政党与政体、

政治交流、腐败等议题。

表 １　 实验论文研究主题分布

２００６—２００９
（Ｎ＝３７）

２０１０—２０１４
（Ｎ＝８２）

２０１５—２０１８
（Ｎ＝９８）

总计

（Ｎ＝２１７）

选民、选举与投票 ２７．０３％ ２１．９５％ １４．２９％ １９．３５％
态度、观念与偏好 １８．９２％ １２．２０％ １８．３７％ １６．１３％
族群与认同 １６．２２％ ８．５４％ １２．２４％ １１．５２％
认知、信息与决策 １３．５１％ ７．３２％ ６．１２％ ７．８３％
党派 ２．７０％ ９．７６％ ７．１４％ ７．３７％
组织、制度与行为 ５．４１％ ７．３２％ ６．１２％ ６．４５％
精英行为 ２．７０％ ２．４４％ ６．１２％ ４．１５％
政策 ０．００％ ３．６６％ ４．０８％ ３．２３％
争端、暴力、恐怖主义与战争 ２．７０％ ２．４４％ ３．０６％ ２．７６％
政治参与 ２．７０％ １．２２％ ４．０８％ ２．７６％
媒体 ８．１１％ ２．０４％ ２．３０％
代表性 １．２２％ ３．０６％ １．８４％
性别 ３．６６％ １．０２％ １．８４％
民主 ３．６６％ １．０２％ １．８４％
人际关系 ３．６６％ １．３８％
政党与政体 ３．６６％ １．３８％
政治交流 ２．４４％ ０．９２％
腐败 ２．０４％ ０．９２％
其他 ４．８８％ ９．１８％ ５．９９％

总计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资料来源：数据来自《美国政治学杂志》和《美国政治学评论》，２００６—２０１８ 年。表格
原始数据来自顾燕峰：《探求因果关系：实验在政治学中的应用》，载郭苏建主编：《转型中

国的社会科学理论、范式和方法问题研究》，上海：格致出版社 ２０１９年版，第 ２３３—２６３页。

一项研究方法要成为学科的主流，就必然需要引起同行的认同与关注。对

学术研究而言，论文的引用率是一项重要的指标。德鲁克曼等人对发表于《美

国政治学评论》上的 ５７篇实验论文和与之研究主题相近的 １９３篇非实验论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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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率的比较发现，实验性文章（ｎ＝ ５７）平均被引用 ４０．１次（ＳＤ＝ ４０．５），而同期的

非实验性文章（ｎ＝ １９３）平均被引用 ３０．５次（ＳＤ＝ ３７．７）。此外，同期的定量文章

平均引用率是 ２９．７次（ｎ＝ ８９，ＳＤ＝ ３７．０），内容相近的同期文章（ｎ＝ １１４）的平均

引用率是 ３２．８次（ＳＤ＝ ４１．３）。①显然，由于实验在检验因果关系上独特的优势，

容易引起同行的关注与认可。

早期的实验法在社会科学中一直饱受实验的外部有效性的批评。批评主

要集中在两个方面。首先，人为操控的实验环境有别于真实社会环境，因此实

验的结论能否推广至现实世界还有待检验。其次，实验对象往往缺乏随机抽

样，因此样本的代表性存疑。社会科学针对这两个批评进一步改进实验方法，

越来越多的研究采用调查实验和现场实验替代实验室实验。调查实验结合了

调查的优势，可以实现真正的随机性。随着网络技术的普及，调查实验被越来

越多的社会科学家（包括政治学家）所采用。而现场实验是在实际环境中进行

的，具备较强的外部有效性，因此也越来越多地被社会科学家（包括政治学家）

所采用。通过比较 ２００６—２０１８年间《美国政治学评论》和《美国政治学杂志》上

的实验论文，可以发现现场实验论文和调查实验论文的比率分别从 ２００６—２００９

年 ２１．１％和 ４２．１％增长至 ２０１５—２０１８年的 ２９．６％和 ５２％，而验室实验论文在实

验论文中的比例从 ２００６—２００９ 年的 ３６．８％下降至 ２０１５—２０１８ 年的 １０．２％。从

年均发表数量看，现场实验论文和调查实验论文的年均发表数量分别从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９年的 ２篇和 ４篇增长至 ２０１５—２０１８年的 ７．２５篇和 １２．７５篇，而实验室实验

论文的年均发表数量已从 ２００６—２００９ 年的 ３． ５ 篇下降至 ２０１５—２０１８ 年的

２．５篇。②　

四、 实验法的扩展：自然实验

理论上，随机对照实验被认为是获得对干预的真实影响的无偏估计的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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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Ｊａｍｅｓ Ｎ． Ｄｒｕｃｋｍａｎ，Ｄｏｎａｌｄ Ｐ． Ｇｒｅｅｎ，Ｊａｍｅｓ Ｈ． Ｋｕｋｌｉｎｓｋｉ ａｎｄ Ａｒｔｈｕｒ Ｌｕｐｉａ，“Ｔｈ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１００，ｎｏ．４（２００６），ｐｐ．６２７—６３５．

原始数据见顾燕峰：《探求因果关系：实验在政治学中的应用》，载郭苏建主编：《转型中

国的社会科学理论、范式和方法问题研究》，上海：格致出版社 ２０１９年版，第 ２３３—２６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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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段。然而实际上，社会科学实验经常受到外部有效性、实验伦理等方面的质

疑，也承受着实验成本的困扰。更重要的是，社会科学中的许多问题无法进行

实验验证，例如战争、侵略、灾害、疾病和死亡等。因此研究者将目光转向自然

实验。对自然实验的一个普遍共识是，当实施了特定干预的环境不受研究人员

控制时，自然实验就会发生。①与随机对照实验使用实验数据不同，自然实验使

用来自真实世界中的观察数据，这避免了研究人员对实验环境和干预，从而可

以具有较好的外部有效性，这也是自然实验最具吸引力之处。同时，研究者在

进行自然实验时，近乎随机地将非实验对象分配到治疗组和对照组。只要能够

证明分配是随机的，就可以证明研究者能够通过这种自然实验获得对“干预”的

因果效应的无偏估计。②

正因为自然实验的独特优势，这种方法被越来越多的社会科学家所采用，

尤其是经济学和流行病学。③政治学家使用自然实验研究政治现象也有较长的

历史，并且在 ２０１０ 年后呈现爆发式增长。通过谷歌学术检索《美国政治学评

论》上文字含有“自然实验”字段的论文，发现最早的两篇论文出现在 １９６３年和

１９８３年。④此后整个 ２０世纪 ９０ 年代共有 ８ 篇论文提及“自然实验”，２１ 世纪的

前 １０年这一数字增加至 １２篇，而到了 ２０１０—２０１８年暴增到 ３２篇。《美国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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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Ｐｅｔｅｒ Ｃｒａｉｇ ｅｔ ａｌ．，“Ｕｓｉｎｇ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 ｔｏ Ｅｖａｌｕａｔｅ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Ｈｅａｌｔｈ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ｓ：
Ｎｅｗ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Ｇｕｉｄａｎｃｅ”，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Ｈｅａｌｔｈ，Ｖｏｌ．６６，
ｎｏ．１２（２０１２），ｐｐ．１１８２—１１８６． Ｐｅｔｅｒ Ｃｒａｉｇ ｅｔ ａｌ．，Ｕｓｉｎｇ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 ｔｏ Ｅｖａｌｕａｔｅ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Ｈｅａｌｔｈ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ｓ：Ｎｅｗ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Ｇｕｉｄａｎｃｅ，Ｌｏｎｄｏｎ，ＵＫ：Ｍｅｄ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ｏｕｎｃｉｌ，２０１１．

当然，这对自然实验设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实验者必须证明分配机制是随机的，才能

说明实验的内部有效性。

邓宁通过谷歌学术搜索“自然实验”发现点击率超过 １００ 万。经济学和流行病学对该
词条的使用率最高，见 Ｔｈａｄ Ｄｕｎｎｉｎｇ，“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Ｃａｕｓａｌ Ｉ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ｓ ａｎｄ Ｌ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Ｎａｔ
ｕｒａｌ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Ｖｏｌ．６１，ｎｏ．２（２００８），ｐｐ．２８２—２９３。在经济学领
域，从 １９６８年到 ２０００年，《经济学文献杂志》（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就出现了 ６８篇在题
目或摘要中含有“自然实验”术语的论文，见 Ｍａｒｋ Ｒ． Ｒｏｓｅｎｚｗｅｉｇ ａｎｄ Ｋｅｎｎｅｔｈ Ｉ． Ｗｏｌｐｉｎ，“Ｎａｔｕｒａｌ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Ｖｏｌ．３８，ｎｏ．４（２０００），ｐｐ．８２７—８７４。

Ｊ． Ｄａｖｉｄ Ｓｉｎｇｅｒ，“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ａ Ｆｏｒｍａｌ Ｍｏｄｅｌ”，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Ｒｅ
ｖｉｅｗ，Ｖｏｌ．５７，ｎｏ．２（１９６３），ｐｐ．４２０—４３０． Ｒｏｂｅｒｔ Ｄ． Ｐｕｔｎａｍ，Ｒｏｂｅｒｔ Ｌｅｏｎａｒｄｉ，Ｒａｆｆａｅｌｌａ Ｙ． Ｎａｎｅｔｔｉ
ａｎｄ Ｆｒａｎｃｏ Ｐａｖｏｎｃｅｌｌｏ，“Ｅｘｐｌａｉｎｉｎｇ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Ｓｕｃｃｅｓｓ：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Ｉｔａｌｉａｎ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７７，ｎｏ．１（１９８３），ｐｐ．５５—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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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杂志》的情况与之类似。该杂志最早出现含有“自然实验”文字的论文是 １９８０

年。①２０００年前共有 ７篇论文提及“自然实验”，２０００—２００９ 年这一数字增加至

１６篇，２０１０—２０１８年迅速扩张至 ２８篇。

自然实验的主要缺点来自其性质本身，即实验者不能挑选实验干预的具体

内容，实验者也不能挑选干预的地点和时间。②前者表明由于自然实验并非按照

实验者的意图给予实验干预，因此实验干预可能无法与实验者的意图完全一

致，这就导致自然实验无法完整地测量到实验者想要东西，因此限制了自然实

验的使用场景。后者表明自然实验中实验者对实验干预缺乏控制，因此自然实

验能否满足随机分配机制是存疑的。而随机分配机制可以确保处理组和对照

组的可比性，这恰恰是实验核心的要求之一。③为了克服这一缺陷，社会科学家

在使用自然实验的时候，经常以匹配法（ｍａｔｃｈｉｎｇ）确保处理组和对照组的可比

性。④本质上，匹配法是通过获得具有相似协变量分布的处理组和对照组来近似

地复制随机实验，从而减少由协变量引起的偏差，其核心在于通过寻找一系列

足够完备的个体特征来预测个体进入处理组和对照组的倾向性，从而使除了这

些被用于预测的个体特征之外，再没有其他任何因素能够影响个体经历某一事

件⑤，即在控制了一系列个体特征后，个体进入处理组或对照组是一个随机过

程。匹配法只是一种统计技术，不需要任何识别假设，其主要吸引力在于它是

９１３

政治学研究中的因果推断策略及其应用

①

②

③

④

⑤

Ｌｕｔｚ Ｅｒｂｒｉｎｇ，Ｅｄｉｅ Ｎ． Ｇｏｌｄｅｎｂｅｒｇ ａｎｄ Ａｒｔｈｕｒ Ｈ． Ｍｉｌｌｅｒ，“ＦｒｏｎｔＰａｇｅ Ｎｅｗｓ ａｎｄ ＲｅａｌＷｏｒｌｄ
Ｃｕｅｓ：Ａ Ｎｅｗ Ｌｏｏｋ ａｔ ＡｇｅｎｄａＳｅｔｔｉｎｇ ｂｙ ｔｈｅ Ｍｅｄｉａ”，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Ｖｏｌ．２４，
ｎｏ．１（１９８０），ｐｐ．１６—４９．

Ｇｌｅｎｎ Ｗ． Ｈａｒｒｉｓｏｎ ａｎｄ Ｊｏｈｎ Ａ． Ｌｉｓｔ，“Ｆｉｅｌｄ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Ｖｏｌ．４２，ｎｏ．４（２００４），ｐｐ．１００９—１０５５．

鲁宾因果模型（Ｒｕｂｉｎ ｃａｕｓａｌ ｍｏｄｅｌ）将潜在结果模型从实验数据推广到观察数据，为因
果推断提供了正式的数学框架。该模型实际上包含了两个基本部分和一个可选部分。前两个

部分分别是：（１）使用“潜在结果”来定义所有情形下的因果效应；（２）分配机制，即将“干预”分
配给“单位”的明确的概率模型作为所有可观测的数量（包括所有潜在结果）的函数。可选部分

是分配机制中条件数量的可选分布，包括潜在结果，从而允许基于模型的贝叶斯“后验预测”因

果推理。见 Ｇｕｉｄｏ Ｗ． Ｉｍｂｅｎｓ ａｎｄ Ｄｏｎａｌｄ Ｂ． Ｒｕｂｉｎ，“Ｒｕｂｉｎ ｃａｕｓａｌ ｍｏｄｅｌ”，ｉｎ Ｓｔｅｖｅｎ Ｎ． Ｄｕｒｌａｕｆ ａｎｄ
Ｌａｗｒｅｎｃｅ Ｅ． Ｂｌｕｍｅ（ｅｄｓ．），Ｍｉｃｒｏ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ｓ，Ｌｏｎｄｏｎ：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２０１０，ｐｐ．２２９—２４１。

匹配法和断点回归不仅是自然实验的辅助手段，其本身也是基于鲁宾因果模型发展起

来的计量模型。本文将在后面进一步说明。基尔对匹配法作了很好的总结，参见 Ｌｕｋｅ Ｋｅｅｌｅ，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Ｃａｕｓａｌ Ｉ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ａ Ｖｉｅｗ ｆｒｏｍ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Ｖｏｌ．２３，
ｎｏ．３（２０１５），ｐｐ．３１３—３３５。

郑冰岛：《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倾向分值匹配方法》，载《复旦政治学评论》２０１９年第 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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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完全非参数化并可以完全定制的调整形式，并且只需要在关键变量上进行

非常接近或精确的匹配，而在不太重要的协变量上进行较宽松的限制。①但这种

方法是建立在强假定基础上的，即在观察到的协变量的条件下，处理组和对照

组之间不存在未观察到的差异。②为了满足这一假设，匹配过程中必须包含所有

已知和实验刺激分配与结果相关的变量。③政治学家在近十年来越来越认识到

自然实验的这一缺陷，因此也开始频繁在自然实验中使用匹配法和断点回归。

根据作者在谷歌学术上检索发现，１９６０—２０１８年《美国政治学评论》上同时含有

“自然实验”和“匹配”样的论文共有 １４篇，其中 １３篇是 ２０１０年及以后发表的。

五、 实验的进一步扩展：基于计量模型的方法

（一） 断点回归模型

断点回归（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ｄｉｓ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ｔｙ）通常被视为自然实验的一种。断点回归

的核心思想是实验刺激（或处理）的分配完全或部分由位于固定阈值两侧的协

变量（Ｘｉ）的值决定的，即个体进入处理组或对照组的概率是一个已知连续性协

变量的函数。由于该协变量在临界点两侧是连续的，因此个体针对 Ｘ 的取值落

入该临界点任意一侧是随机的，也就是说，在临界值附近的样本是随机分配进处

０２３

哲学社会科学思想流派和科学方法新探

①

②

③

Ｌｕｋｅ Ｋｅｅｌｅ，“Ｔｈｅ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Ｃａｕｓａｌ Ｉ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ａ Ｖｉｅｗ ｆｒｏｍ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Ｐｏｌｉｔｉ
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Ｖｏｌ．２３，ｎｏ．３（２０１５），ｐｐ．３１３—３３５．

但是这个假定无法用观测值来验证，因而无法证伪。Ｃｈａｒｌｅｓ Ｆ． Ｍａｎｓｋｉ，“Ｎｏｎｐａｒａｍｅｔｒｉｃ
Ｂｏｕｎｄｓ ｏｎ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Ｅｆｆｅｃｔｓ”，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８０，ｎｏ．２（１９９０），ｐｐ．３１９—３２３．

Ｄｏｎａｌｄ Ｂ． Ｒｕｂｉｎ ａｎｄ Ｎｅａｌ Ｔｈｏｍａｓ，“Ｍａｔｃｈｉｎｇ Ｕｓｉｎｇ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 Ｐｒｏｐｅｎｓｉｔｙ Ｓｃｏｒｅｓ，Ｒｅｌ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ｏｒｙ ｔｏ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Ｂｉｏｍｅｔｒｉｃｓ，Ｖｏｌ．５２，ｎｏ．１（１９９６），ｐｐ．２４９—２６４． Ｊａｍｅｓ Ｊ． Ｈｅｃｋｍａｎ，Ｈｉｄｅｈｉｋｏ
Ｉｃｈｉｍｕｒａ ａｎｄ Ｐｅｔｒａ Ｔｏｄｄ，“Ｍａｔｃｈｉｎｇ ａｓ 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Ｅｓｔｉｍａｔｏｒ”，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Ｖｏｌ．６５，ｎｏ．２（１９９８）． Ｓｔｅｖｅｎ Ｇｌａｚｅｒｍａｎ，Ｄａｎ Ｍ． Ｌｅｖｙ ａｎｄ Ｄａｖｉｄ Ｍｙｅｒｓ，“Ｎｏｎ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ｖｅｒｓｕｓ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ｓ ｏｆ Ｅａｒｎｉｎｇｓ Ｉｍｐａｃｔｓ”，Ｔｈｅ Ａｎｎａｌ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Ｖｏｌ．５８９，ｎｏ．１（２００３），ｐｐ．６３—９３． Ｊｅｎｎｉｆｅｒ Ｈｉｌｌ，Ｊｅｒｏｍｅ Ｒｅｉｔｅｒ ａｎｄ Ｅｌａｉｎｅ Ｚａｎｕｔ
ｔｏ，“Ａ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ａｎｄ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ａｔａ Ａｎａｌｙｓｅｓ”，ｉｎ Ａｎｄｒｅｗ Ｇｅｌｍａｎ ａｎｄ Ｍｅｎｇ
ＸｉａｏＬｉ（ｅｄｓ．），Ａｐｐｌｉｅｄ Ｂａｙｅｓｉａｎ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ａｕｓａｌ Ｉ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ａｎ Ｉｎ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Ｄａｔａ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Ｃｈｉｃｈｅｓｔｅｒ：Ｊｏｈｎ Ｗｉｌｅｙ ＆ Ｓｏｎｓ Ｌｔｄ．，２００４．但如果仅用少量预测变量（如人口统计数据）时，匹配的
效率通常较差。Ｗｉｌｌｉａｍ Ｒ． Ｓｈａｄｉｓｈ，Ｍ． Ｃｌａｒｋ ａｎｄ Ｐｅｔｅｒ Ｍ． Ｓｔｅｉｎｅｒ，“Ｃａｎ Ｎｏｎ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 Ｅｘｐｅｒｉ
ｍｅｎｔｓ Ｙｉｅｌｄ Ａｃｃｕｒａｔｅ Ａｎｓｗｅｒｓ？Ａ 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Ｃｏｍｐａｒｉｎｇ Ｒａｎｄｏｍ ａｎｄ Ｎｏｎｒａｎｄｏｍ Ａｓｓｉｇｎ
ｍｅｎｔｓ”，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Ｖｏｌ．１０３，ｎｏ．４８４（２００８），ｐｐ．１３３４—１３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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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组和对照组的，因而构成了一个准自然实验。断点回归就是利用靠近断点附近

的样本值来估计处理效应。这样做的困难是，要选择合理的带宽（ｂａｎｄｗｉｄｔｈ ｓｅ

ｌｅｃｔｉｏｎ）。特别是，当使用非参数估计时，需要对 Ｘｉ 临界值两侧的平均值做出准

确估计的话，带宽过大会导致有偏估计；但如果带宽太小，则样本可能太少。通

常可以用局部线性回归或局部多项式回归来解决这个问题。但在经验研究中，

一般仍然采用参数估计，并对接近临界值的观测值赋予更大的权重。①

在一般的回归框架中，当可忽略性（ｉｇｎｏｒ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ｓｓｕｍｐｔｉｏｎ）假设（即与处理

分配有关的协变量都被控制或者没有遗漏变量）的情况下，对实验平均处理效

应的估计是无偏的。这是个强假定，因而在实践中经常不被认为是一个特别可

行的假设。但在断点回归设计中，由于协变量（Ｘｉ）的取值决定了处理虚拟变量

（ｔｈ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ｄｕｍｍｙ）的取值（即可以确定研究单位是否接受实验刺激），显然

这个假设在断点回归设计中很容易被满足。因此，断点回归可以被视为“可观

察因素的选择”模型（“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ｎ ｏｂｓｅｒｖａｂｌｅｓ”ｍｏｄｅｌ）的一个特例。②

断点回归首先被应用于心理学研究。由西斯尔思韦特和坎贝尔在 １９６０ 年

研究优秀奖对未来学生学术成果的影响时首次使用。③到 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后期，

经济学也开始应用断点回归。④而政治学领域使用这项技术的时间更晚。几乎

１２３

政治学研究中的因果推断策略及其应用

①

②

③

④

Ｊｏｓｈｕａ Ｄ． Ａｎｇｒｉｓｔ ａｎｄ Ｊｒｎ Ｓ．Ｐｉｓｃｈｋｅ，Ｍｏｓｔｌｙ Ｈａｒｍｌｅｓｓ 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ｓ，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８．

Ｄａｖｉｄ Ｓ． Ｌｅｅ ａｎｄ Ｔｈｏｍａｓ Ｌｅｍｉｅｕｘ，“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Ｄｉｓ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ｔｙ Ｄｅｓｉｇｎｓ ｉ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Ｖｏｌ．４８，ｎｏ．２（２０１０），ｐｐ．２８１—３５５．

Ｄｏｎａｌｄ Ｌ． Ｔｈｉｓｔｌｅｔｈｗａｉｔｅ ａｎｄ Ｄｏｎａｌｄ Ｔ． Ｃａｍｐｂｅｌｌ，“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Ｄｉｓ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ｔ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ｎ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ｔｏ ｔｈｅ Ｅｘ Ｐｏｓｔ Ｆａｃｔｏ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Ｖｏｌ． ５１，ｎｏ． ６
（１９６０），ｐｐ．３０９—３１７．

例如 Ｓａｎｄｒａ Ｂｌａｃｋ，“Ｄｏ Ｂｅｔｔｅｒ Ｓｃｈｏｏｌｓ Ｍａｔｔｅｒ？Ｐａｒｅｎｔａｌ 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 Ｅｄｕｃａ
ｔｉｏｎ”，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Ｖｏｌ． １１４，ｎｏ． ２（１９９９），ｐｐ． ５７７—５９９；Ｗｉｌｂｅｒｔｂ Ｖａｎ Ｄｅｒ
Ｋｌａａｕｗ，“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Ａｉｄ Ｏｆｆｅｒｓ ｏｎ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Ｅｎｒｏｌｌｍｅｎｔ：Ａ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Ｄｉｓｃｏｎｔｉ
ｎｕｉｔｙ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４３，ｎｏ．４（２００２），ｐｐ．１２４９—１２８７；Ｊｏｓｈｕａ Ｄ．
Ａｎｇｒｉｓｔ ａｎｄ Ｖｉｃｔｏｒ Ｌａｖｙ，“Ｕｓｉｎｇ Ｍａｉｍｏｎｉｄｅｓ Ｒｕｌｅ ｔｏ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Ｃｌａｓｓ Ｓｉｚｅ ｏｎ Ｓｃｈｏｌａｓｔｉｃ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Ｖｏｌ．１１４，ｎｏ．２（１９９９），ｐｐ．５３３—５７５，等等。因本斯
（Ｉｍｂｅｎｓ）和勒米厄（Ｌｅｍｉｅｕｘ）在他们 ２００８年的研究中，以及李（Ｌｅｅ）和勒米厄在他们 ２０１０ 年的
文章中分别对断点回归作了很好的总结，见 Ｇｕｉｄｏ Ｗ． Ｉｍｂｅ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ｏｍａｓ Ｌｅｍｉｅｕｘ，“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Ｄｉｓ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ｔｙ Ｄｅｓｉｇｎｓ：Ａ Ｇｕｉｄｅ ｔｏ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ｓ，Ｖｏｌ． １４２，ｎｏ． ２（２００８），
ｐｐ．６１５—６３５；Ｄａｖｉｄ Ｓ． Ｌｅｅ ａｎｄ Ｔｈｏｍａｓ Ｌｅｍｉｅｕｘ，“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Ｄｉｓ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ｔｙ Ｄｅｓｉｇｎｓ ｉ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Ｖｏｌ．４８，ｎｏ．２（２０１０），ｐｐ．２８１—３５５。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格
致
出
版
社



可以肯定，这项技术在 ２０１０ 年以后才被政治学家广泛使用。根据谷歌搜索显

示，１９６０—２０１８年《美国政治学评论》上含有“断点回归”字样的论文共计 ３０篇，

其中最早的记录是 ２００９年。①而且，同时含有“自然实验”和“断点回归”字样的

论文有 １４篇，并且全部是 ２０１０年及以后发表的，占同期使用断点回归设计的论

文的一半。

（二） 双重差分模型

双重差分模型的基本思想是，将所有样本分成处理组和对照组，并引入实

验前测和后测，然后测量两组的后测平均结果差异与前测平均结果差异之差

异。假定 Ｙ（ｉ，ｔ）是感兴趣的结果，ｉ 代表个体（研究单位），ｔ 代表时间，ｔ∈

｛０，１｝，其中 ｔ＝ ０代表处理前，ｔ＝ １代表处理后。二分变量 Ｄ（ｉ，ｔ）代表是否接

受处理，ｄ∈｛０，１｝，其中 ｄ＝ ０代表未接受处理，ｄ ＝ １ 代表接受处理。由于只有

在 ｔ＝ １时个体才接受处理，因此，平均处理效应是：

ＡＴＥ＝｛Ｅ［Ｙ（ｉ，１）｜Ｄ（ｉ，１）＝ １］－Ｅ［Ｙ（ｉ，１）｜Ｄ（ｉ，１）＝ ０］｝

－｛Ｅ［Ｙ（ｉ，０）｜Ｄ（ｉ，１）＝ １］－Ｅ［Ｙ（ｉ，０）｜Ｄ（ｉ，１）＝ ０］｝ （８）

其中前半部分代表处理组和对照组在处理后（即 ｔ ＝ １）的差异，后半部分代表两

者在处理前（ｔ＝ ０）的差异。

双重差分模型的一个优势在于通过引入实验前测，可以放松可忽略性假

设，即可以通过固定效应模型或者滞后被解释变量模型排除在时间上不变的

（ｔｉｍｅｉｎｖａｒｉａｎｔ）遗漏变量的影响。因此，研究者只要专注于考虑个体在未受干

预时表现出的趋势特征，并在处理组和对照组中控制趋势特征，从而比较两者

在差异。②双重差分模型必须满足几个重要的假定：首先必须满足因果推断中的

标准假设，即稳定单位处理值假设和外生性假设。前者假定，条件变量不受实

２２３

哲学社会科学思想流派和科学方法新探

①

②

Ａｎｄｒｅｗ Ｃ． Ｅｇｇｅｒｓ ａｎｄ Ｊｅｎｓ Ｈａｉｎｍｕｅｌｌｅｒ，“ＭＰｓ ｆｏｒ Ｓａｌｅ？Ｒｅｔｕｒｎｓ ｔｏ Ｏｆｆｉｃｅ ｉｎ Ｐｏｓｔｗａｒ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 １０３，ｎｏ． ４（２００９），ｐｐ． ５１３—５３３． Ｒｉｋｈｉｌ Ｒ．
Ｂｈａｖｎａｎｉ，“Ｄｏ Ｅｌｅｃｔｏｒａｌ Ｑｕｏｔａｓ Ｗｏｒｋ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ｙ ａｒｅ Ｗｉｔｈｄｒａｗｎ？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ａ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ｉｎ Ｉｎｄｉａ”，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１０３，ｎｏ．１（２００９），ｐｐ．２３—３５．

对此详细的讨论，请参考 Ｊｏｓｈｕａ Ｄ． Ａｎｇｒｉｓｔ ａｎｄ Ｊｒｎ Ｓ．Ｐｉｓｃｈｋｅ，Ｍｏｓｔｌｙ Ｈａｒｍｌｅｓｓ Ｅｃｏｎｏｍｅｔ
ｒｉｃｓ，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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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处理的影响。其次，双重差分模型关键性的假设是平行性假设（或者共同趋

势假设），即假定在处理前，处理对待处理的人群没有影响。这实际上排除了处

理组在处理前的行为的变化，例如由于期待未来参与实验处理，因而在处理前

就改变了行为模式。利用处理前多个时期重复观测的数据，研究者可以很容易

地检验平行性假设。

双重差分思想由斯诺（Ｓｎｏｗ）在 １８５５ 年研究 １９ 世纪中期伦敦霍乱问题就

首次使用，并且在 ２０世纪在心理学、经济学等领域获得广泛的关注。①但政治学

领域使用双重差分模型起步较晚。依据谷歌学术搜索，１９０６—２０１８ 年《美国政

治学评论》上含有“双重差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的论文仅有 １７ 篇，均发

表于 ２０１０—２０１８年间；与此类似，同期《美国政治学杂志》上含有上述文字的论

文共有 １５篇，均发表于 ２０１１—２０１７年。这表明至少在政治学顶级期刊上，双重

差分模型的使用起步很晚，但近期已经引起政治学家的较多关注。

（三） 工具变量估计

实验并不适合所有社会科学问题，因此在探求社会科学因果关系的过程

中，社会科学家针对观察数据提出了不同于实验设计的因果推断方法。例如计

量经济学家提出了联立方程模型，社会学家提出了路径分析等。②工具变量法最

初可以追溯到 １９２８年赖特（Ｗｒｉｇｈｔ）对农产品市场的研究。③工具变量法的基本

想法是通过使用与因变量相关但不直接影响因变量的一个变量（即工具变量）

来估计回归中与误差项相关的内生变量的影响。工具变量法最初被用于估计

联立方程模型系数，但安格里斯特、因本斯和鲁宾在 １９９６ 年提出工具变量估计

可以嵌入鲁宾因果模型，用以解决观察数据的遗漏变量和测量误差问题。④工具

３２３

政治学研究中的因果推断策略及其应用

①

②
③

④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Ｌｅｃｈｎｅｒ，“Ｔｈｅ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ａｕｓ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ｂ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ｒｅｎｄｓ ｉｎ 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ｓ，Ｖｏｌ．４，ｎｏ．３（２０１１），ｐｐ．１６５—２２４．

这些模型更一般的称谓是结构方程模型。

Ｐｈｉｌｌｉｐ Ｇ． Ｗｒｉｇｈｔ，Ｔｈｅ Ｔａｒｉｆｆ ｏｎ Ａｎｉｍａｌ ａｎｄ Ｖｅｇｅｔａｂｌｅ Ｏｉｌｓ，Ｎｅｗ Ｗｏｒｋ：Ｍａｃｉｌｌａｎ，１９２８．可
参考斯托克和特莱比对估计变量起源的回顾，见 Ｊａｍｅｓ Ｈ． Ｓｔｏｃｋ ａｎｄ Ｆｒａｎｃｅｓｃｏ Ｔｒｅｂｂｉ，“Ｒｅｔｒｏ
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Ｗｈｏ Ｉｎｖｅｎｔｅｄ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ａｌ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Ｖｏｌ．１７，
ｎｏ．３（２００３），ｐｐ．１７７—１９４。

Ｊｏｓｈｕａ Ｄ． Ａｎｇｒｉｓｔ，Ｇｕｉｄｏ Ｗ． Ｉｍｂｅｎｓ ａｎｄ Ｄｏｎａｌｄ Ｂ． Ｒｕｂｉｎ，“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ａｕｓ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Ｕｓｉｎｇ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ａｌ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Ｖｏｌ．９１（１９９６），ｐｐ．４３４，
４４４—４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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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估计的优势是在使用观察数据进行因果分析时，可以避免在模型中加入过

多控制变量，并且可以解决遗漏变量和测量误差问题。工具变量估计的难点在

于满足所有条件的工具变量很难找。①这可能限制了工具变量在因果推断中的

应用。

政治学使用工具变量已有较长的历史。索韦和格林对 １９８５—２００８年《美国

政治学评论》《美国政治学杂志》和《世界政治》上使用工具变量的论文进行统

计分析表明政治学对估计变量的使用不仅在增加，而且对工具变量的使用也更

加规范、成熟，但总体上依然还有许多提升的空间，例如仅有少数论文报告了第

一阶段的结果、评估弱工具变量和过度识别约束等技术细节。②

六、 因果推断的新进展：机器学习技术的发展

机器学习是近年来在统计学和大数据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项技术，使社会

科学可以处理更为复杂的数据形式并建构更为灵活的模型。与传统因果推断

技术相比，机器学习技术有几项独特的特征。一是机器学习关注的重点是被解

释变量的拟合值 ｙ∧，而非回归系数的无偏一致性；二是机器学习不关注理论相关

性。因此，在因果推断框架下，机器学习本质上并没有改变社会科学研究的基

本范式。③但恰恰是这两个特征却确实给社会科学因果解释模型提供了修正的

可能，并且被越来越多的社会科学家采用。

当研究者必须通过预测程序获得因果关系识别（即想要获得对 β
∧

的无偏估

计）时，机器学习可以通过提升预测的准确性，从而帮助研究者改进因果推断的

准确性。例如在利用工具变量进行因果推断时，需要利用二阶段最小二乘法估

４２３

哲学社会科学思想流派和科学方法新探

①

②

③

估计变量需要满足五个假设，即稳定单位处理值假设、随机分配假设、排他性约束假设、

Ｚ对 Ｄ非零平均处理效应假设、单调性假设。详见 Ｊｏｓｈｕａ Ｄ． Ａｎｇｒｉｓｔ，Ｇｕｉｄｏ Ｗ． Ｉｍｂｅｎｓ ａｎｄ Ｄｏｎａｌｄ
Ｂ． Ｒｕｂｉｎ，“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ａｕｓ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Ｕｓｉｎｇ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ａｌ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ｔａ
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Ｖｏｌ．９１（１９９６），ｐｐ．４３４，４４４—４５５。

Ａｌｌｉｓｏｎ Ｊ． Ｓｏｖｅｙ ａｎｄ Ｄｏｎａｌｄ Ｐ． Ｇｒｅｅｎ，“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ａｌ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
ｅｎｃｅ：Ａ Ｒｅａｄｅｒｓ Ｇｕｉｄ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Ｖｏｌ．５５，ｎｏ．１（２０１１），ｐｐ．１８８—２００．

顾燕峰：《大数据与实证社会科学研究范式的延续与变革》，载《东南学术》２０２１ 年第
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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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第一阶段首先利用 ｘ ＝γ′Ｚ＋δ，从而获得拟合值 ｘ∧；然后利用拟合值 ｘ∧来估计

第二阶段方程 ｙ＝β′ ｘ∧＋ε，从而获得 β′。显然，要想获得 β的无偏估计 β′，取决于

拟合值 ｘ∧在多大程度上捕获了 γ′Ｚ的信号。如果在第一阶段回归方程中对 ｘ∧的

过度拟合，意味着拟合值 ｘ∧不仅拾取了 γ′Ｚ 的信号，捕获了 ε的信号，这时，ｘ∧趋

向于等于 ｘ，那么在第二阶段回归方程中 β′会趋向于最小二乘法（ｙ ＝ β″ｘ＋ε）中

的系数 β″。由于 ｘ 是个内生变量，这意味着 β′是有偏的，因此，从模型估计的角

度看，工具变量估计的质量取决于拟合值 ｘ∧的质量。 ｘ∧的过度拟合将导致第二

阶段回归中 β′的估计是有偏的。在小样本或弱工具变量的情况下，这个问题尤

为严重。①机器学习将样本分为训练集、验证集和测试集，并利用训练集拟合模

型，再利用验证集优化调整模型的参数，最后用测试集数据交叉验证。这可以

改善对一个函数的预测质量。应用这些技术会产生分割样本工具变量和“刀切

法”工具变量。②最近有许多文章探讨如何将机器学习中的随机森林③、套索④、

岭回归⑤、神经网络⑥等技术用于工具变量估计。

机器学习在因果推断中另一个典型的应用是用于基于观测数据的匹配法。

鲁宾因果模型的随机分配假设要求研究单位被随机分配给处理组和对照组，从而

５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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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Ｓｅｎｄｈｉｌ Ｍｕｌｌａｉｎａｔｈａｎ ａｎｄ Ｊａｎｎ Ｓｐｉｅｓｓ，“Ｍａｃｈｉｎ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Ａｎ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 Ａｐ
ｐｒｏａｃｈ”，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Ｖｏｌ．３１，ｎｏ．２（２０１７），ｐｐ．８７—１０６．

Ｊｏｓｈｕａ Ｄ． Ａｎｇｒｉｓｔ ａｎｄ Ａｌａｎ Ｂ． Ｋｒｕｅｇｅｒ，“ＳｐｌｉｔＳａｍｐｌｅ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ａｌ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ｔｕｒｎ ｔｏ Ｓｃｈｏｏｌｉｎｇ”，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Ｖｏｌ．１３，ｎｏ．２（１９９５），ｐｐ．２２５—
２３５． Ｊｏｓｈｕａ Ｄ． Ａｎｇｒｉｓｔ，Ｇｕｉｄｏ Ｗ． Ｉｍｂｅｎｓ ａｎｄ Ａｌａｎ Ｂ． Ｋｒｕｅｇｅｒ，“Ｊａｃｋｋｎｉｆｅ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ａｌ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Ｅｓ
ｔｉｍａｔｉｏｎ”，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ｓ，Ｖｏｌ．１４，ｎｏ．１（１９９９），ｐｐ．５７—６７．参考 Ｓｅｎｄｈｉｌ Ｍｕｌｌａｉｎ
ａｔｈａｎ ａｎｄ Ｊａｎｎ Ｓｐｉｅｓｓ，“Ｍａｃｈｉｎ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Ａｎ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Ｖｏｌ．３１，ｎｏ．２（２０１７），ｐｐ．８７—１０６。

Ｃｈｅｎ ＪａｕＥｒ ａｎｄ ＣｈｅｎＷｅｉ Ｈｓｉａｎｇ，“Ｃａｕｓａｌ Ｒａｎｄｏｍ Ｆｏｒｅｓｔｓ Ｍｏｄｅｌ Ｕｓｉｎｇ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ａｌ Ｖａｒｉ
ａｂｌｅ Ｑｕａｎｔｉｌｅ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ｓ，Ｖｏｌ．７，ｎｏ．４（２０１９），ｐ．４９．

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ｅ Ｂｅｌｌｏｎｉ，Ｄａｎｉｅｌ Ｃｈｅｎ，Ｖｉｃｔｏｒ Ｃｈｅｒｎｏｚｈｕｋｏｖ ａｎｄ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Ｈａｎｓｅｎ，“Ｓｐａｒｓｅ
Ｍｏｄｅｌｓ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ｆｏｒ Ｏｐｔｉｍａｌ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ａｎ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Ｅｍｉｎｅｎｔ Ｄｏｍａｉｎ”，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ａ，
Ｖｏｌ．８０，ｎｏ．６（２０１２），ｐｐ．２３６９—２４２９．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Ｈａｎｓｅｎ ａｎｄ Ｄａｍｉａｎ Ｋｏｚｂｕｒ，“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ａｌ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Ｍａｎｙ Ｗｅａｋ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ｓ Ｕｓｉｎｇ Ｒｅｇｕｌａｒｉｚｅｄ ＪＩＶＥ”，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ｓ，Ｖｏｌ．１８２，ｎｏ．２（２０１４），ｐｐ．２９０—３０８．
Ｍａｒｉｎｅ Ｃａｒｒａｓｃｏ，，“Ａ Ｒｅｇｕ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ｔｈｅ Ｍａｎｙ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ｓ Ｐｒｏｂｌｅｍ”，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
ｍｅｔｒｉｃｓ，Ｖｏｌ．１７０，ｎｏ．２（２０１２），ｐｐ．３８３—３９８．

Ｊａｓｏｎ Ｈａｒｔｆｏｒｄ，Ｇｒｅｇ Ｌｅｗｉｓ，Ｋｅｖｉｎ Ｌｅｙｔｏｎ Ｂｒｏｗｎ ａｎｄ Ｍａｔｔ Ｔａｄｄｙ，“Ｃｏｕｎｔｅｒｆａｃｔｕａｌ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Ｄｅｅｐ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ａｌ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ａｒＸｉｖ：１６１２．０９５９６（２０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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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处理组和对照组在统计学上无差异。在随机实验中，很容易实现受试者分配

的随机性。然而在利用观察数据进行因果推断时，随机分配假设经常受到挑战。

如前所述，研究者可以通过匹配法获得具有相似协变量分布的处理组和对照组来

近似地复制随机实验，从而减少由于协变量引起的偏差。匹配法只是一种统计技

术，不需要任何识别假设，其主要吸引力在于它是一种完全非参数化并可以完全

定制的调整形式。以常用的倾向值匹配为例，在传统计量模型框架下，研究者往

往依赖一个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利用一系列可以观测到的协变量预测个体进入处

理组的概率，即估计倾向分值。应用倾向分值匹配方法进行因果推断的效果，很

大程度上取决于对倾向值预测的准确性。①如果我们把对倾向分值匹配方法的

估计看作一个预测问题，那么机器学习将很有助于我们改进冗余模型的设定。②

近期的前沿研究发展出一套去偏差机器学习的方法，它的核心是使用机器学习

技术同时改进两个预测问题，即对干预本身和对结果变量的预测。③这些算法结

合对样本的拆分以及交叉拟合，能够很好地改进匹配模型的因果效应估计。

通过机器学习改善因果推断是一项前沿课题，目前统计学和经济学对该方法

的理论和应用有较多的讨论。对政治学而言，机器学习是一个全新的议题，但近

年来引起了越来越多的政治学家的兴趣。例如瓦曼等人尝试利用机器学习进行

数据编码。④米勒和劳利用机器学习技术分析大量报纸文本资料来预测冲突。⑤

６２３

哲学社会科学思想流派和科学方法新探

①

②

③

④

⑤

Ｄａｎｉｅｌ Ｗｅｓｔｒｅｉｃｈ，Ｊｕｓｔｉｎ Ｌｅｓｓｌｅｒ ａｎｄ Ｍｉｃｈｅｌｅ Ｊ． Ｆｕｎｋ，“Ｐｒｏｐｅｎｓｉｔｙ Ｓｃｏｒｅ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Ｎｅｕｒ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Ｓｕｐｐｏｒｔ Ｖｅｃｔｏｒ Ｍａｃｈｉｎｅｓ，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Ｔｒｅｅｓ（ＣＡＲＴ），ａｎｄ Ｍｅｔａ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ｅｒｓ ａｓ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ｓ ｔｏ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ｙ，Ｖｏｌ．６３，ｎｏ．８（２０１０），ｐｐ．８２６—８３３．

具体的改进算法比较多，可参考 Ｂｒｉａｎ Ｋ． Ｌｅｅ，Ｊｕｓｔｉｎ Ｌｅｓｓｌｅｒ ａｎｄ 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 Ａ． Ｓｔｕａｒｔ，“Ｉｍ
ｐｒｏｖｉｎｇ Ｐｒｏｐｅｎｓｉｔｙ Ｓｃｏｒｅ Ｗｅｉｇｈｔｉｎｇ Ｕｓｉｎｇ Ｍａｃｈｉｎ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ｉｎ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Ｖｏｌ． ２９，ｎｏ． ３
（２０１０），ｐｐ． ３３７—３４６；Ｒｉｃｈａｒｄ Ｗｙｓｓ，Ａｌａｎ Ｒ． Ｅｌｌｉｓ，Ｍ． Ａｌａｎ Ｂｒｏｏｋｈａｒｔ，Ｃｙｎｔｈｉａ Ｊ． Ｇｉｒｍａｎ，
Ｍｉｃｈｅｌｅ Ｊｏｎｓｓｏｎ Ｆｕｎｋ，Ｒｏｂｅｒｔ ＬｏＣａｓａｌｅ ａｎｄ Ｔｉｌ Ｓｔüｒｍｅｒ，“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ｉｎ Ｐｒｏｐｅｎ
ｓｉｔｙ Ｓｃｏｒｅ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Ａｎ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ｂＣＡＲＴ，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ｖａｒｉａｔｅＢａｌａｎｃｉｎｇ Ｐｒｏ
ｐｅｎｓｉｔｙ Ｓｃｏｒ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ｙ，Ｖｏｌ．１８０，ｎｏ．６（２０１４），ｐｐ．６４５—６５５。

Ｖｉｃｔｏｒ Ｃｈｅｒｎｏｚｈｕｋｏｖ，Ｄｅｎｉｓ Ｃｈｅｔｖｅｒｉｋｏｖ，Ｍｅｒｔ Ｄｅｍｉｒｅｒ，Ｅｓｔｈｅｒ Ｄｕｆｌｏ，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Ｈａｎｓｅｎ，
Ｗｈｉｔｎｅｙ Ｎｅｗｅｙ ａｎｄ Ｊａｍｅｓ Ｒｏｂｉｎｓ，“Ｄｏｕｂｌｅ ／ Ｄｅｂｉａｓｅｄ Ｍａｃｈｉｎ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ｆｏｒ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Ｖｏｌ．２１，ｎｏ．１（２０１８）．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Ｗａｈｍａｎ，Ｎｉｋｏｌａｏｓ Ｆｒａｎｔｚｅｓｋａｋｉｓ ａｎｄ Ｔｅｖｆｉｋ Ｍ． Ｙｉｌｄｉｒｉｍ，“Ｆｒｏｍ Ｔｈｉｎ ｔｏ Ｔｈｉｃｋ Ｒｅｐ
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Ｈｏｗ ａ Ｆｅｍａｌｅ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Ｓｈａｐｅｓ Ｆｅｍａｌｅ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ａｒｙ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
ｅｎｃｅ 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１１５，ｎｏ．２（２０２１），ｐｐ．３６０—３７８．

Ｈａｎｎｅｓ Ｍｕｅｌｌｅｒ ａｎｄ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Ｒａｕｈ，“Ｒｅａｄｉｎｇ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ｌｉｎｅｓ：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Ｖｉｏｌｅｎｃｅ Ｕｓｉｎｇ Ｎｅｗｓｐａｐｅｒ Ｔｅｘｔ”，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１１２，ｎｏ．２（２０１８），ｐｐ．３５８—
３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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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各布斯等人利用机器学习技术对新闻进行分类，进而发现美国的经济新闻的

基调强烈且不成比例地追踪最富有家庭的财富，而对非富人的收入变化几乎不

敏感。①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政治学家对使用机器学习研究政治现象的兴趣

与日俱增，但到目前为止，政治学领域应用机器学习的案例大多数仅利用机器

学习来对数据进行整理、分类和编码，而将其应用于改善因果效应识别的案例

非常鲜见。

七、 结　 　 论

为政治现象提供因果解释是政治科学的基本任务。因此，如何利用因果识

别工具对政治现象提供因果解释是每一位政治科学家要考虑的问题。本文从

因果推断技术发展史的视角，回顾了从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至今基于实验的因果识

别技术在政治学中的应用历史和现状。自然实验是因果推断的黄金标准，本文

首先回顾了自然实验在政治学中的应用发展历程，发现经历了 ２０ 世纪 ２０—７０

年代缓慢的增长后，自然实验在政治学中的应用终于在 ８０ 年代开始大量增长，

并在 ２０１０年后出现爆发性增长。但同时，实验的外部有效性却饱受批评。自然

实验使用来自真实世界中的观察数据，这避免了研究人员对实验环境和干预，

从而可以具有较好的外部有效性。因此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将目标转向了自然

实验，２０００年以后自然实验论文在政治学顶级期刊的发表数量越来越多。本文

还考虑了三种基于实验思想的因果推断技术———断点回归模型、双重差分模型

和工具变量估计———在政治学中的应用，发现尽管三种技术被政治学家采用的

起始时间有差异，但 ２０１０年以后三种技术在政治学中越来越多地被采用，但仍

有待普及。最后，本文还考察了机器学习技术在因果推断中的应用前景，并指

出机器学习技术在政治学中目前的主要应用场景是数据清洗、编码等基础性工

作，而真正将机器学习应用于因果识别的研究在政治学中仍然非常鲜见。

通过回溯实验政治科学中的引入和发展历程，本文一方面揭示了政治科学

７２３

政治学研究中的因果推断策略及其应用

① Ａｌａｎ Ｍ． Ｊａｃｏｂｓ，Ｊ． Ｓｃｏｔｔ Ｍａｔｔｈｅｗｓ，Ｔｉｍｏｔｈｙ Ｈｉｃｋｓ ａｎｄ Ｅｒｉｃ Ｍｅｒｋｌｅｙ，“Ｗｈｏｓｅ Ｎｅｗｓ？Ｃｌａｓｓ
Ｂｉａｓｅ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ｐｏｒｔ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１１５，ｎｏ．３
（２０２１），ｐｐ．１０１６—１０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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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统计学、经济学等学科的交流与相互借鉴的过程，另一方面展示了政治科学

作为社会科学的一部分追求因果解释的不懈追求的历史。完全有理由相信政

治科学还将继续吸收来自统计学、计量经济学乃至大数据科学的最新成果来进

一步丰富政治科学研究的基础。近年来，机器学习技术在政治科学中的初步应

用正好证明了这一点。实验技术和这些方法的结合，可以进一步扩宽实验，尤

其是田野实验和自然实验的应用场景，甚至允许政治科学家放松某些实验条

件，从而在更多的情境中应用实验来探明政治现象的因果关系。

此外，通过对实验在政治科学中的应用历史的回溯，本文也清晰地展示了

与经济学相比，政治科学在对实验的应用始终处于跟随的地位。这与两个学科

的发展程度密切相关。一方面，经济学在长期的发展历程中已形成独有的概念

框架和理论体系，最终发展出一套较为严密的数学论证体系，这为量化研究提

供了基础。另一方面，计量经济学不断吸收数学和统计学的研究成果，最终发

展出一套较为严密的因果识别方法，这为实验法在经济学中的广泛应用奠定了

基础。反观政治科学，无论从概念框架和理论体系，还是从方法论体系上，始终

未能形成一套在学科意义上完整的理论体系。这注定了政治科学始终处于追

随者的地位。然而，幸运的是，近十年来，政治科学明显加快了追随的脚步，并

取得了显著的进展。

８２３

哲学社会科学思想流派和科学方法新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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